
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探析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但共和政治在中国有名无

实。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五四前后，杜威、罗素、孟禄等著名西方学者纷纷来

华，畅谈他们的教育和文化思想，给当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启示。他们认为，中国民主政治

的失败与教育的落后密不可分。中国教育的落后不仅表现在受教育者的数量上，而且表现在教育理

念上，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就必须按照民主主义的精神和要求全面改革中国教育。邹韬奋

是当时在中国倡导、宣传民主教育思想的代表者之一。通过对其民主教育思想的探讨，可以略窥中

国近代民主教育思潮之一斑。

一、教育为建设事业的基本要务

教育是传播知识，修养品性、造就人才的有效手段。作为一个积极主张用民主教育来推进中国

社会发展的教育救国论者，邹韬奋是如何看待教育功能的呢？

首先，从个体层面看，教育的作用主要有：

（1）帮助自立。教育“可以说是帮助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1]。一个人接受了教育，“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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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韬奋著作编辑部编：《韬奋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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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有了自立技能”，“便可做堂堂的一个人，谁也不敢蔑视”[1]。

（2）发展特长。教育能激发人的潜能。倘若一个人接受了教育，能“就各人的天赋，在可能范围

内尽量的发展”。“不但在个人方面是莫大的幸福，在社会方面也收到莫大的贡献。”[2]

（3）明辨是非。“反抗与服从可成美德，亦可成劣根性，重要之区别就在是否合理。有理由的反抗

和有理由的服从都是美德；无理由的反抗和无理由的服从都是劣根性。”[3]教育的作用，就是要让人知

晓同一行为，何为美德，何为劣根性。

（4）改造自我。“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要‘社会改良’是要由社会里面的各个人先自己改造

一下。……我们要改造别人，一半的权还在别人身上，我们要改造自己，全权都在自己。”[4]一个人受

了教育，不仅可获得谋生、发展的知识和技能，而且通过自省、自律、自警、自励，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

和陋习，做一个好公民。

从社会发展层面看，邹韬奋指出：“教育为建设事业的基本要务”[5]；“积极推广教育，实为巩固国

基的唯一途径”[6]。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经济是全民众

的物质上的命脉，教育是全民众精神上的命脉。”[7]教育与经济是任何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都不可或

缺的两大要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教育又对经济——全民众的物质上的命脉——有着积极的

影响。教育是人才的养成所和孵化器，“中国现在百废待举，是需要各种专门人才最切的时代”[8]，没

有大批专门人才，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都只能是泡影。“教育的最初起源实为帮助生活”[9]，民众

受了教育，有了“一艺之长”，“藉以从事有益于社会之生产事业”，不仅个人可以“获适当之生活”[10]，而

且可以“提高全体国民的生产力”[11]，“提高国民经济力”[12]。

其次，教育是国家政治走上良性发展，实现民主的前提。“国民程度太不整齐的国家，大多数对于

国事淡如水，于是少数‘坏坯’乃得大显神通，无恶不作了。就是有少数贤明的执政者，倘无多数有知

识的民众做后盾，也处处厄于牵掣，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开通民智，普及教育，终是立国的大本。”[13]民

主是大众的民主，是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倘若大众文化教育程度低下，既无关心政治的兴趣，又无关

心政治的能力，民主必然畸变为专制。

林肯曾把民主的内涵概括为民有、民治、民享。在这三者中，显然民有是前提，民享是目标，民治

是关键。民治既是民有的体现，同时又是民享的保障。而真正的民治——大众的民主的实现，不仅

需要人民有权自主自治，而且还需要人民有能力自主自治。相比较而言，后者更重要。“立国之道，莫

要于开民智，滋民力。而欲开民智，滋民力，舍教育未由。”[14]教育是开启民智、滋养民力，养成国民自

治能力的有效武器。只有“普及教育，开浚民智”[15]，中国的富强和民主才有希望。

第三，邹韬奋还把教育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他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入手，探究教

育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国民是国家的重要分子。分子的教育程度，就是国家强弱的标准。”[16]他说教

育和文化的发展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国亡而学未亡，则余烬得以复燃，其国终有光复旧物

之日；国亡而学亦亡，则人民沦于禽兽，其国永沉万劫不复之渊”[17]。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中，邹韬奋指出增进民众“知识上的力量”同增进民众物质上的力量同等重要。在抗战中“我们不但

要努力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且要做到‘有知识出知识’。提高最大多数人民的物质力量与

知识力量，也就是提高整个国家的物质与智慧”[18]。

[1][10][14][15][16][17]《韬奋全集》第1卷，第196页，第274-275页，第38页，第95页，第202页。

[2][13]《韬奋全集》第2卷，第741页，第364页，第95页。

[3][4][6][8][12]《韬奋全集》第3卷，第351页，第231页，第635-636页，第95页，第149页。

[5][9]《韬奋全集》第5卷，第296页，第292页。

[7][11]《韬奋全集》第4卷，第5页，第451页。

[18]《韬奋全集》第9卷，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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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教育政策，也是整个政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下一代国民的培养，对于国家民

族的光明前途，都有着异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值得我们的重视。”[1]这是邹韬奋对于教育功能的基本认

知，也是他一生追求教育救国、民主救国的思想结晶。

二、按民主的精神和要求改造教育

文化政策是整个政治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进步的政治政策才能产生进步的文化政

策，也只有进步的文化政策，才能与进步的政治政策相配合；就文化政策的伟大效能而论，

我们也可以说进步的文化政策是进步的政治政策的先导，是进步的政治政策所以成功的一

个要素。[2]

基于对政治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辩证关系的合理认识，邹韬奋积极主张按照民主的精神和要

求，改造当时中国畸形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推动中国经济、政治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1. 在教育对象上面向平民

邹韬奋指出，民主政治是一种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德谟克拉西’尽管有种种的解释，但

至少应该是平民化的，是大众化的”[3]。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就必须推进中国的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是立足于中国下层社会，为中国平民大众服务的教育。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眼光向下：“有力量进学校的人，有机会求学的人，当然用不着我们费心。我们所当注意的，

就是那些在下等社会未曾受过教育的人和许多没有能力和机会受相当教育的那般小孩子。”[4]

（2）追求公平：“平民主义之教育，在使个个国民得其福利，今若仅仅顾及力能继续升学之子弟，

而对于无力升学之青年，则漠然无动于中，宁得谓平？”[5]平民教育的目标是要“实现人民受教育之机

会均等”[6]。女子也是国民的一分子，所以，“男女须有领受教育的同等机会”[7]是自然的道理。

（3）关注生计：“夫平民社会本不暇受教育，其所急只为生计，今欲强迫其子弟悉受教育，非兼为

其生计着想不可。”[8]平民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发展，但更关注他们的生存，不能让他们毕业即失业，

要让他们在学校获得一艺之长，能在毕业后谋得一个正当的职业，舒缓自身或家庭的经济窘困。

（4）关注农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所以“欲普及教育，必先

使农人子弟均受教育。欲农家遣其子弟入学，必先使乡民得受教育之实效”[9]。

（5）循序渐进。中国的平民教育必须“时刻记念大多数民众之地位能力，勿渐趋徒唱高调之一

途，庶几能收得实际之功效”[10]。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平民教育“期仅四个月，学则限于千字，不足称教

育”的议论，邹韬奋指出：“教育虽为长时期之改进历程，而此长时期之历程固有其小段落，集若干小

段落而成全体，故平民教育既以灌输目不识字之平民以最粗浅之基础，固亦可占一般民众教育历程

中之一最初段落。”[11]

20世纪 30年代，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邹韬奋因时而变，提出了大众文化教育思

想。大众文化教育源于邹韬奋对文化教育价值的体认。“国以民立，故国小不足为患，而民愚始足为

患。”[12]他从民众的阅报数量来对比中日两国的力量，发人深思地指出：日本“六人中必有一人阅报

者”，我国“五百余人始得一阅报者”。从数量上看，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六倍多，但从“质”量——阅报

人数——上看，日本反比中国多了十四倍。“我们以后对于‘质’的方面应如何努力精进，实在是一个

宜加以十分注意的重要问题。”[12]

[1][2]《韬奋全集》第10卷，第439页，第886页。

[3]《韬奋全集》第7卷，第408页。

[4][5][8][9][10][11][12]《韬奋全集》第1卷，第203页，第406页，第286页，第286-287页，第468页，第468页，第8页。

[6][12]《韬奋全集》第3卷，第196页，第635页。

[7]《韬奋全集》第2卷，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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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教育是服务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在教育最落后

的广大群众，使他们踊跃参加救亡联合战线”[1]。只有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战、支持抗战，只有实

行中华民族总动员，集中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进行抗战，中国才能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

与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相比，大众文化教育思想具有以下特色：

（1）重视社会教育。大众文化教育是服务于中国抗战的，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难，必须利用一切

可能的手段和方法高效率地开展。在倡导大众文化教育中，邹韬奋除了强调学校教育的价值外，还

提及了读报、歌咏、集会、示威等工作的意义。

（2）强调组织和训练。邹韬奋认为现代民众救国运动包含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教育民众三个重

要部分。组织和训练民众不仅是救国运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从广义上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教

育工作，“组织和训练，在在都含着教育民众意义”[2]。“一盘散沙的民众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健全民众

组织，加强民众训练，把组织、训练、教育民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养成有组织有训练的集体的力量”[3]，

民众才能成为支持抗战、支撑抗战的坚强砥柱。

（3）在实践中学习民主。抗日战争是一场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战争。中国要赢得胜利，就必须

广泛地动员民众——“要设法使大多数人参加，参加的人愈多，集体的力量愈伟大。”[4]要动员广大民

众参加抗战，除了加强教育之外，还需要着力推进民主。邹韬奋承认当时的中国国民大多数仍属文

盲，但他反对以此为借口，拖延甚至不准备实行民主的做法。他鞭辟入里地分析道：“说一般老百姓

不知道宪政的定义，这未尝不是实际的情形，但是说老百姓本身不需要宪政，却不是事实。老百姓对

于国家所尽的义务，尤其是在这抗战建国大时代中对于国家所尽的义务，是异常伟大的；老百姓所应

得的权利怎样，对于老百姓本身是有着切肤的关系，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5]“你要摆出学者的架

子和老百姓讨论宪政运动史，宪政的理论，他也许说你不过；你如肯不怕麻烦，和他谈谈他的生活，他

能做的事情，他在生活上及工作上的希望，他的苦痛，他所受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苛虐，只要他

真享得到‘言论自由’，他是能够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打开话匣和你高谈阔论的。”[6]要推进中国的民

主政治，就必须广泛发动民众参与宪政运动，鼓励民众大胆说出自己的政治要求。“每一个民众团体，

每一个学术团体，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乃至每一个茶馆，都应该发动宪政座谈会，有组织地有系

统地展开对于宪政的热烈研究与讨论。这在直接方面是推动真正的实施；在间接方面是大规模地实

行政治教育。”[7]这种以推进中国民主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教育运动，“愈扩大而普及，了解宪政真谛的

人民愈多，注意与研究宪政问题的人愈多，对实施宪政的基础，也愈有良好的培养，对于真正宪政的

实现也愈有贡献”[8]。

2. 在教育形式上注意发展职业教育

民主政治是一种为大众服务的政治，民主教育自然应该“为大多数民众谋，不应尽其心力于少数

人”[9]。邹韬奋认为中国的教育要体现这一宗旨，就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乃用教育的方

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对于社会之义务。”[10]职业教育是面向大众、服务大众、

“替大多数群众谋福利”[11]的平民主义教育，与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贵族教育有着本质的不同。

与普通教育以升学为原则不同，职业教育“以不升学为原则”[12]——“以就业为原则，以升学为例

外”[13]。职业教育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原则，是由其特殊性决定的。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走的是

一条“曲线”。职业教育是为平民中那些“因经济压迫而不能遽行升学者”[14]而设的，故“各段所授之知

[1]《韬奋全集》第6卷，第716页。

[2]《韬奋全集》第8卷，第118页。

[3][4]《韬奋全集》第7卷，第32页，第32页。

[5][6][7][8]《韬奋全集》第9卷，第261页，第261页，第246页，第298页。

[9][10][11][12][13][14]《韬奋全集》第1卷，第468页，第677页，第529页，第622页，第401页，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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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技能及训育，皆注重实用，而非预备升学”[1]。邹韬奋用“歇气”来比喻职业教育的作用。他说在理

想的社会中，从初级小学到大学毕业是每一个青少年在服务社会之前应该走完的成长、成才之路，但

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见得人人都能一口气跑完这条长路”，职业教育的意义就是把一部分

因家境贫困而无法接受教育或仅能接受部分基础教育而无力升学的青少年成长、成才之路，“分作几

个可以歇气的地点，使人不至因长途而自阻”，让青年们在成长过程中可以“歇气若干时，一面歇气，

一面预备前进”[2]。

职业教育“以不升学为原则”，但并不是说它只需关注实用技能教育，不需要关注德性、智识的培

养。职业教育“决不是仅仅教人混饭吃的教育”，它同普通教育一样有远大的目标。“斟酌先后”，“从

种种方面助青年预备前进的工夫，造成完全的公民”[3]，这是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办理平民职业教

育者如果不懂这个道理，“苟仅注意谋生”而造成仅知糊口之机械，则“国家前途之可危将愈甚”[4]。

职业教育虽然不以升学为原则，但也要“勿忘就学生中选择其有特殊天才而前途有特别希望者，

助之升学，造成‘大学问家’，‘以图永进’”[5]。这虽然不是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责，但却是应该给予一瞥

的任务。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目标、方法、手段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两者在现代社会都有不可或缺的

价值。“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实各有其范围，各有其特殊之需要，各有其特殊之效能，彼此非特不相

背，且相辅而成”[6]。职业教育能“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7]，利己、利人、利民、利国，在中国大

有发展前途。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邹韬奋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中国教育革命的设想。他主张“以劳动教育为

全体国民教育之基本原则；以智力及社会需要为升学专门之基本标准”，全面改造中国教育。“我们主

张根本废除现在所谓小学中学大学的名称，应把学校分为三级，第一级称基本学校，注重一般民众的

基本教育，收容八岁至十四岁的儿童；第二级称产业或劳动学校，注重产业教育，收容十五岁至十七

岁的青年；第三级称学术院及专门学校，则为二十岁以上（即十七岁从产业学校毕业后服务二年以上

者），愿受深邃及更专门教育者而设。”“基本学校及生产学校均为强迫教育。”[8]邹韬奋的这一设想体

现了他的三个思想：（1）反对资产阶级的双轨制教育——“一部分是有钱的人受的教育，一部分是穷

人受的教育”[9]——实现教育制度的“统一”；（2）反对教育为少数人服务，主张教育与金钱脱钩，升学

仅凭智力；（3）教育“和劳动相联系”，防止出现高等游民[10]。邹韬奋的教育革命思想体现了他试图从

教育公平入手实现社会公正的思路——“人人须受教育”[11]，获得必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人人劳动，

“获得生活上的供给与乐趣”[12]；人人受教育，人人劳动，“人人在各方面得尽量发展其知能品性以自立

而利群”[13]。

邹韬奋的教育革命思想又包含了某些片面的认识。譬如他没有认识到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实

际操作的专职人才以外，还需要科学的力量，需要利用科学的力量以发展技术，而没有独立的普通教

育系统，要发展科学是很难想象的；许多研究性的人才的培养都不需要经过全面的实业教育这一阶

段。邹韬奋的全面建立产业学校的思想与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双轨制教育的否定有关。但过犹不及，

在教育制度上过度强调平等和统一，也是一种不合理，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此外，他提出的学

生接受二级教育后不直接升学，为社会服务两年后再进入学术院及专门学校深造的做法，也不利于

缩短高级人才培养周期。

[1][2][3][4][5][6][7][12][13]《韬奋全集》第 1卷，第 622-623页，第 381-382页，第 382页，第 470页，第 623页，第 733
页，第677页，第677页，第406页。

[8][9][10]《韬奋全集》第4卷，第450-451页，第774页，第449页。

[11]《韬奋全集》第5卷，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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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方法的变革

（1）以儿童和受教育者为中心。教育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培养未来世界的主人。因此，要建立

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国家，就必须从儿童教育入手，先“救救孩子”，然后才能“救救中国”。

中国传统儿童教育的最大缺陷在于喜欢把儿童“妆成具体而微的成人”，“硬把成人的风俗习惯，

拿来作模范，硬把小孩子合于这种模范。至于小孩子自身的本能及情境，则置之不顾”[1]。此外，无论是

家长还是学校，对于儿童，“只会注意于读书”——“我国对于督促儿童读书者尚不乏人，惟对于儿童

游戏活动的鼓励与指导，对于儿童衣食住整洁之注意，则知者甚少”[2]。邹韬奋指出，儿童教育不能是

也不应该是培养具体而微的成人，儿童有儿童的心理和要求。在儿童教育方面，首先要注意“发展健

全的体格”；其次，要“注意游戏和音乐的指导”，并“依各个年龄而使受社会的组织之训练”[3]。游戏不

仅能给儿童带来快乐，而且可以“启发他们的创造的活动力”；音乐可以舒缓疲劳、振奋精神、陶冶性

情；集体生活则有利于教育儿童怎样“和别人合作”，“怎样彼此互助”[4]。只有彻底摒弃以成人为中心

的儿童教育观，树立儿童中心观，才能让儿童真正拥有幸福的童年。

在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基础上，邹韬奋还进一步提出了以青年、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思想。他

说：“子女是次一代的新国民，他们的时代，有他们的环境，有他们的前途，甚至有他们的作风，做父母

的人不应该把自己在旧环境中所养成的思想与作风，硬要子女全盘接受。”[5]学校的任务是“要把青年

培成有理智的健全的国民”[6]，而不是唯命是从的奴才。学校“是实施教育的地方，教育与压迫是不相

容的”。在学校教育中，“无论是思想上或是行动上，只有对青年讲理，作善意的领导，使青年心悦诚

服，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7]。

邹韬奋认为，要真正培养好子弟或学生，必须先了解他们。只有了解青年的时代、需要、性格、苦

闷，……“了解青年的一切”[8]，然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教育青年，助其成长、成才的重任。

同儿童一样，青年的特点也是好动——“学习时代的青年是喜动的”[9]。他们不喜欢“死读课本”，

喜欢“阅览课外读物”[10]；他们不满足于成说，喜欢怀疑、辩论、自由研究以探求新知；……。凡此种种，

都有其两面性，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指导和引导，以达到

趋利避害的目的。

青年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怎样教育和引导青年。邹韬奋认为，在教育中“采用民主的精

神”，让青年学生有表达的自由非常重要[11]：一是可以让学校和社会得着他们的“真知灼见”，不断改

进，日臻完善；二是能让学校和社会解他们的苦闷，“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

的，就是错误的思想和意见，只有在说出之后，才“可以行纠正的机会”[12]。对于民国时期多如牛毛的

学潮，邹韬奋一方面表示：“学潮是学术界最不幸的事情，深望我国的学校能在学术上发扬光大，勿在

学潮上尽量扩大”，另一方面他认为学校当局应加强自省和说服教育工作，“对青年应注重教育上的

感化与事实上的说明，而不可用高压的手段”[13]，不能简单地用记过、开除学籍等行政手段来平息学潮。

（2）从做中学。在杜威“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指导”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邹韬奋提出

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做中学——“且学且做，且做且学；做与学，学与做，打成一片”，“使死教

育变成活教育”[14]的思想。

[1]《韬奋全集》第1卷，第211页。

[2][14]《韬奋全集》第3卷，第50页，第305页。

[3]《韬奋全集》第4卷，第448页。

[4]《韬奋全集》第6卷，第75页。

[5][7][8][10][11][12][13]《韬奋全集》第9卷，第367页，第368页，第524页，第402页，第55页，第368-369页，第541
页。

[6][9]《韬奋全集》第10卷，第76页，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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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做中学”的一个基本设想是“从基本教育的后期起，根本废除现在教师讲演式的学校，全改为

由教师作指导的机关，也可以说根本废除现在形式的学校，仅有大规模的图书馆及试验室，学生愿研

究者须在图书馆或试验室中教师指导之下自修。依桑代克学习时期可以延长的原则，把每日的研究

时间缩短，做学生的须同时另寻职业或工作，以服务所得自己资助自己继续研究的费用”[1]。邹韬奋

认为，此举好处多多：（1）让穷孩子能读得起书，让所有的学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2）青年人“须用自

己所赚得的钱，须由自己作真心的研究”，有助于学生养成珍视财富、珍惜时间的观念。（3）教师只在

学生有疑问时帮着解答或与学生一起讨论，“不必每日呆向许多心不在焉者作对牛弹琴式的教书”，

这样不仅有利于教师自身的发展，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效用。（4）图书馆或试验室中所延

聘的指导或顾问不必是专职人员，可以“教师工教”为主，容易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5）“学生工读”、

“教师工教”，加上灵活机动的学习形式——学生“在图书馆或试验室中教师指导之下自修”，“不必住

什么寄宿舍，不必一天到晚上呆板的听讲课”，有利于教育的普及[2]。

“从做中学”要打破“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隔离”的状况，让理论和实践、学校和社会相联系——

不仅是职业学校应该和“有关系的工厂或农场力求密切联合”[3]，而且所有的学校都应该和社会联系

起来。邹韬奋指出：“学生不应该完全关在学校里读死书，和社会生活完全隔阂。”[4]学校的课程应该

和社会的需要发生密切联系，“只有把学校里的课程内容，尽量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才能引起

青年的研究兴趣。”从做中学就是要把书内与书外、校内与校外的障碍完全打通，“把学校教育和社会

工作打成一片”[5]，实现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良性互动。这显然有助于青少年养成关心社会、关心

国家大事的习惯。

“从做中学”包含了邹韬奋终身学习的思想。“学校教育不过是替我们一生的教育上树立一点继

续向前进修的基础，倘若入社会服务后不能利用这种基础而继续不断地向前进修，便是把这一点已

树立的基础糟蹋掉。常人以为学成而后服务，好像服务之后便用不着修学，不知学无止境，事非呆

定，服务与修学应如车之双轮，同时并进，不但不相碍而适足以相成。”[6]学校教育是起点、是基础，是

人身进步和发展的阶梯，一个人不接受学校教育，很难成才；但如果把学校教育作为人身教育的终

点，不再学习，也很难有大作为。“能入校求学可以算是第一条路；无力入校求学，不得已而全用自修

的工夫，可以算是第二条路。第一条路当然是顺些，快些；第二条路当然是曲些，慢些。”但“有曲的路

慢的路走，总比不走的好，况且确有许多人因不得已而走曲路慢路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地”[7]。

杜威说：“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8]邹韬奋受其影响，提出了一系列改革

中国教育的主张。如上所述，这些主张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对推进中国平民教育，实现教育普及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邹韬奋显然过度强调了“做”——学生亲历亲为，在实践中

获取部分知识、经验——的意义，忽视了教育的系统性，忽视了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系统地获取知

识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矫枉过正、失之偏颇的。此外，邹韬奋取消专业教师，代之以“教师工

教”——“做法律学指导的应该是律师或法官，做医学指导的应该是医生，做工程指导的应该是工程

师……”[9]——的想法，也不符合教育发展的要求。

（3）教育公平与尊重个性。所谓教育公平，就是“给与每一个人以平等的教育机会，无论已否踏

进了职业界，都使他们有充分学习和上进的机会，使每一个人的能力都有发展到最大限度的机会，不

[1][2][6][9]《韬奋全集》第3卷，第150-151页，第562-563页，第150页。

[3]《韬奋全集》第6卷，第227页。

[4][5]《韬奋全集》第9卷，第243页，第402页。

[7]《韬奋全集》第4卷，第91页。

[8]〔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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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的年龄、民族、性别、职业，乃至经济，而受到任何限制，而使天才有一丝一毫的埋没”[1]。教

育公平是民主精神的体现和要求。

教育公平“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即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的平等，并不是说要在结果上实现

平等，让社会上每一个公民的文化水平完全相同。从个人、教育、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各人天生的聪

明才力虽不平等，而各人的服务道德心发达，各就平等的出发点而尽量发展，以贡献于人群，也可算

是平等了。这是真平等”[2]。

教育公平也不等于每人都接受同样的教育。教育应该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民主教育更应该如

此。不同的人禀赋是有差异的，不能也不应该朝同一方向发展。“就广义讲，我们除非是真正低能，各

人都有多少天才，不过程度不同而已。”[3]所谓尊重个性，就是要家长“常常注意子弟的天才趋向，加以

审慎的启导，勿令埋没”；要青年自己“省察自己天才的趋向，加以集中的努力，勿令埋没”[4]。求学和

择业一样，都应该是一件很审慎的事，“不应闭着眼睛蛮干”[5]，“不要专看见社会上某人做某事做得发

达，乃忘却自己‘个人之特性’而盲目的跟着跑”[6]。所谓发展个性，就是各人“就各人的天赋，在可能

的范围内尽量的发展”[7]；就是各人“就其性之所近，择一专业，极深研究，务得必到精粹。……然后以

其所得，贡献于世”[8]。

邹韬奋承认天才的存在。他说：“天才是社会的至宝，倘若不加以相当的启迪和养育维护，也易

于埋没。”[9]一个社会固然要重视大众的教育，但也绝不能忽视对少数天才的培养工作。“若衡以教育

原理，固当注意教育之能普及于一般人，但对于特殊之天才生，亦当许以特殊教育的机会，俾得发展

其天才不应加以‘鄙弃’。”[10]民主主义教育是大众教育，但它并不排斥精英、天才，相反，它积极扶植精

英、天才，力促其成功，为大众谋福利；民主主义教育谋求大众整体的进步，但它并不是要扼杀大众的

个性、禀赋，锻造统一规格的“砖瓦”，而是要在每个个体个性、禀赋得到充分发挥的基础上，提高全社

会的文化教育水平。无论是大众还是精英，“有十分天才的人只发展三四分乃至七八分，也是一件极

可惜的事情”[11]。所以如果把大众看成是通才，精英看成是专才，从通才与专才的关系看，民主主义教

育是通才为主，兼顾专才；而通才又是各种具体而微的专才。让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是民主主义教育的最高境界。

三、历程：从民本教育到平民教育到大众文化教育

邹韬奋的民主教育思想先后经历了民本教育、平民教育、大众文化教育三个阶段。

大致说来，1920年以前，是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和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双重影响下，他认识到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必须加强对民智、民力的开发。

1916年，他在《不求轩困勉录·学生十思》中提出“立国之道，莫要于开民智，滋民力。而欲开民智，滋

民力，舍教育未由”[12]。这大体上可以看作是他这一阶段民本教育思想的经典表述。这一时期，邹韬

奋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过教育实现富强，民主并没有被纳入教育的目的中。

1920年前后的中国，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邹韬奋此时的思想仍停留在民本教育阶段，

这与其教育经历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十五岁以前，邹韬奋在家中由父亲“发蒙”，并在塾师的教导下，

接受了严格的“经史子集”教育。1910年后，邹韬奋进入福州工业学校，该学校虽说是新式学校，但是

除去英文、数学等几门新科目外，教育还是以传统儒家经书为主。1913年，邹韬奋进入上海南洋公学

读书，才开始较多地接触新思想、新文化。

[1]《韬奋全集》第9卷，第108页。

[2][8][12]《韬奋全集》第1卷，第738-739页，第195-196页，第38页。

[3][4][5][7][9][11]《韬奋全集》第2卷，第710页，第710页，第741页，第741页，第710页，第741页。

[6][10]《韬奋全集》第3卷，第94-95页，第358页。

-- 231



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探析

求学南洋公学期间，邹韬奋虽然接触过不少新思想，由于当时“在学校里所学的国文还是文言

文，读的是古文”[1]，加上自幼古文基础扎实，所以此时他反复阅读的竟是《古文辞类篆》、《经史百家杂

钞》、唐宋八大家的专集等一类古书。这一方面增进了他的文学素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

的思想进步。

这一时期对邹韬奋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梁启超。邹韬奋在《经历》中回忆说，自己在那时酷爱阅读

《新民丛报》。他称赞梁启超的文章“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2]《新民丛

报》“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主旨，无疑对这一时期邹韬奋民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

接的影响。

求学南洋公学期间，邹韬奋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同时也意识到他的天性实在难以完成父亲

“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的厚望。1919年，他转入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专业，思想也随之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1919年杜威来华，掀起了教育界的“五四运动”。邹韬奋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股浪潮之

中。是年，邹韬奋开始着手翻译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和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其教育思想也

随之出现质的转变。1920年，邹韬奋在《提高知识程度》一文中指出：“平民政治的趋势，要得着大多

数平民有常识，不在乎少数出类拔萃的学者。”[3]这是他第一次将民主和启蒙联系在一起。该文标志

着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进入第二阶段——平民教育时期。

从1920年到1935年底，大体上可以看作是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的第二阶段。《理想的职业教育

目标》、《教育革命的彻底主张》是其在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发表于1925年的《理想的职业教育目

标》，完整地探讨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职业教育在实现平民主义教育理想中的意义，职业

教育的横向目标和纵向目标。这篇系统阐述邹韬奋职业教育思想的文章是邹韬奋平民教育思想形

成的代表性作品。1930年，邹韬奋发表《教育革命的彻底主张》，详述了他以职业教育和自修学习为

核心，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教育的构想。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邹韬奋平民教育思想的成熟，同时也标志

着他民主教育思想的形成。

杜威、罗素、孟禄是对邹韬奋平民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颇大的三个外国人。1919年5月，约翰·杜

威（1859-1952）来中国讲学，1921年7月回国，前后达2年零2个月。杜威对邹韬奋的巨大影响是终身

的。邹韬奋曾两次翻译杜威的Democracy and Education，他在译者序言中写道：“现代教育家的思想，

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4]在自己的著述中，邹韬奋曾多次提及杜威及其“教育即生活，生

活即教育”的名言，对杜威的打破学校和社会隔离的思想更是推崇备至。1920年 10月，罗素（1872-
1970）应邀到中国讲学，1921年7月回国，历时9个月。罗素对邹韬奋思想的影响虽不及杜威，但也是

不可忽视的。1919年12月到1920年5月，邹韬奋和陈霆锐曾合译过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前三章。

罗素在该书中阐发的把“教育当作一种政治制度”，当作一种包含社会改造希望的政治制度的思想[5]，

毫无疑问对邹韬奋的民主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启示。保罗·孟禄（1869-1947）是美国著名比

较教育学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考察。孟禄的基本教育思想是“行以

求知”（Learning by Doing）。1921-1922年在中国讲学期间，他不仅竭力倡导在中国发展实业、普及教

育，而且还批评当时中国的中学教育说：“中国今日的中学教学法，是一种讲演式的教授法，学生居于

被动的地位，无自动的精神。这种方法学中国古文，或者可用；若学今日的科学，是万万不行的！”[6]尽管

我们在邹韬奋的著作中很少见到孟禄的名字，但邹韬奋的民主教育思想曾受过孟禄的影响是无可置

[1][2]《韬奋全集》第7卷，第139页，第136页。

[3]《韬奋全集》第1卷，第195页。

[4]《韬奋全集》第12卷，第8页。

[5]〔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3页。

[6]陶知行等编：《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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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

对邹韬奋平民教育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中国人有很多，但庄泽宣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正

是庄泽宣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促成了邹韬奋的“教育革命的彻底主张”[1]。

中华民族的危机，是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从平民教育转向大众文化教育的关键。1931年，“九一

八事变”发生，全国舆论纷纷为救亡图存呐喊。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在此刻转型，其主旨由

“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2]转为关心政治、关注救亡，“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

研究的责任”[3]。“九一八事变”以后，伤心、失望情绪沉重地笼罩在邹韬奋的心头，他的言辞开始趋于

激烈，同时他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从前将普及教育、改造社会的重任放在知识阶级身上的不现实性。

1933年7月，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邹韬奋被迫离开上海，赴世界各地考察。在苏联考察期间，苏联的

教育给邹韬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苏联的教育制度具有四个特点：（1）教育的大众化；（2）教

育和金钱脱离关系；（3）大家凭智力都有升学的希望；（4）教育的技术化[4]。苏联教育的这些特点与杜

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颇有相通之处[5]，更与邹韬奋的教育革命原则相契合。苏联之行加强了邹韬

奋宣扬和践行平民主义教育的信心，同时“大众”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邹韬奋的口中和笔下。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阔别两年的祖国。此时华北危机日趋严重，邹韬奋意识到，缓不济急的

平民教育无法承担起动员民众、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1935年11月，《大众生活》创刊。在创刊词中，

邹韬奋指出：“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而“民族解放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

“用大众的力量，发动民族解放的斗争”[6]。大众文化教育应运而生。

从 1935年 11月到 1944年 7月，是邹韬奋民主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大众文化教育阶

段。在邹韬奋这一阶段的著述中，《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和《宪政运动的民众化》是两篇标志性的

作品。《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发表于1936年6月。“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

大众文化的要求是什么——“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

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怎样建设大众文化——要采取各种可能的形式，“极力使我们

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广大”[7]。该文的发表，标志着邹韬

奋大众文化教育思想的基本形成。

1939年，邹韬奋发表《宪政运动的民众化》，该文提出了大众文化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民众

化的宪政运动同时也就是事实上的大众的政治教育运动，对于大多数教育比较落后的大众，更有实

际的需要。”[8]换言之，民主需要一定的文化条件，但实行民主政治又不能坐等条件成熟。民主的实践

也是一种民主教育，它有利于民主文化的养成和民主条件的成熟。民主教育和民主实践是可以并行

不悖的。该文对民主教育与民主实践的辩证认识，标志邹韬奋大众文化教育思想的成熟。

〔责任编辑：肖 波〕

[1]参阅邹韬奋《读几篇教育革命的文章》、《现有教育制度的罪恶》和《教育革命的彻底主张》三篇文章。

[2]《韬奋全集》第3卷，第256页。

[3]《韬奋全集》第7卷207页。

[4][6][7]《韬奋全集》第6卷，第223-227页，第493-494页，第652页。

[5]1928年杜威访问苏联后承认苏联的“教育制度最完全地体现了我们所称的进步民主思想，因此，只要我们愿

意，我们就可以从苏维埃教育制度中学到比其他任何国家教育制度更多的东西”。转引自单中惠：《现代教育的探

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页。

[8]《韬奋全集》第9卷，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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